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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兴建的圆明园和颐和园不仅是京城的地标式

园林，集中展现了中国封建文明之大观，而且也见证

了清王朝从繁盛、式微到灭亡的全过程。关于其由盛

转衰的文学书写，自然成为一时文人之热点话题，而

民国尤盛。黄濬说：“自民国以来，西苑、颐和园风

景皆为辈流诗料，望古遥集，可采之作如林。”［1］就

揭示了民国以圆明园、颐和园为描写对象的创作蔚然

成风，佳作如林。邓云乡说：“清末以‘长庆体’咏

名园者，首推湘绮老人王壬秋之《圆明园词》，其次

即静安先生之《颐和园词》。”［2］可见一时之论。

在王国维晚年编定的《观堂集林》“诗”中，

即以这首《颐和园词》为开端。他晚年对助教赵万

里谈及“差可自喜”的诗歌，《颐和园词》位居第

一［3］。但即便是在当时和后来享有如此盛名的一

首诗歌，而诸多问题其实久已不彰，如关于王国维

之《颐和园词》的创作背景、版本变化、基本内涵

以及走向经典的过程。本文试作一初步探讨。

一 《颐和园词》的创作时间
与罗振玉手书石印本

辛亥革命后，王国维东渡日本，作诗较多。其

原因主要有二：一方面时逢辛亥之后，三千年封建

帝制告终，国体遽变，王国维身经两朝，料多感

慨；另一方面，居东之初主要为罗振玉整理藏书，

难以系统读书，颇为清闲，故有以诗遣日之雅兴。

王国维曾致信柯劭忞回忆初抵日本的情形说：

辛壬之交初抵日本，与叔言参事整理其所

藏书籍，殆近一年，此时无书可读，故得诗

二三十首。嗣是以后始得重理旧业。［4］

即是夫子自道。《颐和园词》是王国维寓居京都不

久之后创作的一篇七古长篇叙事诗。1922 年，王

国维编定《观堂集林》，其卷第二十“缀林二”诗

部《颐和园词》题下注“壬子”［ 5］。王国维《颐和

园词后记》亦云：

壬子二月，侨居日本京都，旅食多暇，因

成此词。［6］

赵万里《王静安先生年谱》于“壬子”年下亦

记云：“二月，作《颐和园词》。”［7］可知“壬子二

月”便是此诗明确的撰写时间，无须别为考索。

王 国 维、 赵 万 里 所 言“ 二 月 ” 乃 是 指 农 历

而言，农历二月初一即公历 3 月 19 日，而二月

二十九日即整个二月结束之时，已是 4 月 16 日。

1912 年 4 月 15 日，王国维致铃木虎雄信，即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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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作《颐和园词》一首”［ 8］云云，则 4 月上旬或

此前当是其初稿完成的时间。1912 年 4 月 10 日，

王国维致缪荃孙信云：“《颐和园词》数日内可印

成，再行奉寄。”［ 9］所谓“印成”，乃是指罗振玉

手书《颐和园词》以付石印数日可成之意。则王国

维撰成此诗当在 3 月 20 日至 4 月 10 日之间，具体

在 4 月初最有可能，大致相当于农历二月中旬。

罗振玉说：“他那首《颐和园词·七古》，足足

写了快一个半月。”［10］王国维自称作诗缺乏捷才，

他说：“一诗之成，动笔后迟则三五日无不成者。

惟以前实须酝酿，其期长短不定。”［ 11］像这样千言

以上的长篇，所费时日肯定就更多了。王国维抵京

都初期，与罗振玉同住田中村，罗振玉应该见证

了王国维创作此诗的完整过程。以此而言，王国维

大致从 1912 年 3 月初（农历一月）开始构思并创

作这首《颐和园词》，经过一个多月的思考、初撰

与斟酌修订，至 1912 年 4 月初定稿，随后罗振玉

以十天左右的时间手写并付印。今检罗振玉手书印

本（以下简称“罗印本”），扉页题“辰在壬子二

月比叡宾萌手录并篆首”，并钤“馨室”之印。“比

叡宾萌”为罗振玉在京都时所用号，而“馨室”则

为罗振玉其时书斋名。则从王国维撰成诗歌、罗振

玉激赏、罗振玉手抄并付印三事连贯而来，都是在

“二月”内完成的［12］。

王国维此诗的第一读者就是罗振玉。赵万里说

“罗先生见而激赏之，为之手写付印”［13］，这个手

写付印本即是此诗的第一个传本。1912 年 4 月 15 日，

王国维致铃木虎雄信提及的“拙诗附呈”［ 14］，随

信附上的应该就是罗印本。罗印本应该印成于 1912

年 4 月 11 至 4 月 15 日之间。这个印本赠送的对象

除了日本的朋友，还有就是国内的诸多故交［ 15］。

二 《颐和园词》的六个版本
与王国维的六次修订

今通检《颐和园词》诸传本，在长达十年的时

间内，王国维不断通过修订而形成不同的版本。

罗印本之前当然是王国维的手稿本了。昭和

三年（1928）七月，日本神田信畅编《王忠悫公

遗墨》一种，内收王国维手书《颐和园词》，并钤

“豹轩庋藏”印，以此可知此乃是王国维书赠铃木

虎雄者。这个文本［16］很可能是王国维甫写就即抄

赠铃木虎雄者，时间应在罗印本之前。今检“豹

轩庋藏”本《颐和园词》（以下简称“铃木本”。），

其王国维手自删改之处与罗印本悉合。

兹 略 举 数 例： 铃 木 本“ 官 山 杰 构 三 重 峙 ”，

“杰”初作“圆”；“月地花阶敞上方”，“敞”原作

“敝”；“宗庙重闻钟鼓声”，“宗”原作“祖”，“渌

水青山不曾改”，“不曾 ”原作“仍未”；“岂谓先朝

营楚殿”，“岂谓”原作“本自”；“翻教今日作尧

城”，“翻教”原作“岂知”；“深宫母子独凄然”，

“独”原作“倍”；等等。王国维以上在书赠铃木

本上的修订之处，罗印本皆据改。则铃木本在罗印

本之前，证据是充分的。

王国维在京都与论诗最频繁的就是铃木虎雄，

故既手书相奉，复赠以罗印本。这是铃木虎雄藏有

王国维手稿本的原因所在。铃木本是今存王国维的

第一次修订本，未经修订的原稿才是王国维的手稿

本。木下彪曾说：“我还曾在铃木豹轩先生的处所，

见过王氏亲笔所写的《颐和园词》草稿。”［17］这个

“草稿”即是手稿本与铃木本的合一。

1913 年 7 月上旬，王国维将壬子、癸丑两年

古今体诗 20 首合为《壬癸集》一种，由京都圣华

房以江州旧木活字排印百部告竣，而以《颐和园

词》居首。（《壬癸集》本《颐和园词》，以下简称

“壬癸本”。）罗印本应是壬癸本的底本，但两本仍

有文字差异。试举例如下：罗印本“方治楼船凿

汉池”，壬癸本“方”作“因”；罗印本“冠山杰

阁三重峙”，壬癸本“重”作“层”；罗印本“同

怀罕讲家人礼”，壬癸本“同怀”作“从游”；罗

印本“卧起每偕宁寿主”，壬癸本“宁”作“荣”；

罗 印 本“ 月 地 云 阶 敞 上 方 ”， 壬 癸 本“ 地 ” 作

“殿”；罗印本“为简儒臣严豫教”，壬癸本“豫”

作“谕”；罗印本“后宫并乏家人子”，壬癸本

“家”作“才”；罗印本“东南诸将翊王家”，壬癸

本“翊”作“奉”；罗印本“独总百官称冢宰”，

壬癸本“称”作“居”；等等。值得注意的是：虽

然后来的壬癸本与集林本仍有不少文字差异，但壬

癸本对罗印本的修订文字，悉数为集林本吸收。则

壬癸本在《颐和园词》走向定本的过程中确实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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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意义［18］。

铃木本上的修改之处悉数为罗印本所吸收，而

壬癸本对罗印本的修改也悉数为集林本［19］吸收。

但集林本依然有新的修改之处。试对勘壬癸本，集

林本的修改主要体现在以下数处：壬癸本“西宫才

略称殊绝”，集林本“殊绝”作“第一”；壬癸本

“内殿频闻久论思，外家颇惜闲恩泽”，集林本作

“恩泽何曾逮外家，咨谋往往闻温室”；壬癸本“六

王辅政最称贤”，集林本“六王”作“亲王”；壬

癸本“六王小女最承恩”，集林本“六王”作“东

平”；壬癸本“笑谈差喜缪夫人”，集林本“笑谈”

作“丹青”；壬癸本“忆昔先皇北狩年，属车常是

受恩偏”，集林本“北狩年”作“幸朔方”，“常是

受恩偏”作“恩幸故难量”；壬癸本“因看批答亲

教写，为赐金章特与镌”，集林本此二句作“内批

教写清舒馆，小印新镌同道堂”；壬癸本“北渚

方深帝子愁”，集林本“方深”作“何堪”；“无端

白日西南驶”，集林本“无端”作“可怜”；壬癸

本“家帐珠帘即渐倾”，集林本“即渐倾”作“取

次倾”；壬癸本“翻教今日作尧城”，集林本“作”

作“恨”；壬癸本“今来翻受厉人怜”，集林本

“翻”作“劣”。等等。

对勘壬癸本与集林本，王国维除了在字词的精

准和避复、语气的承接与分寸上不断斟酌之外，还

曾几乎重写了壬癸本“内殿频闻久论思，外家颇惜

闲恩泽”“因看批答亲教写，为赐金章特与镌”四

句，意思虽只是有一定的调整，但文字差异就很大

了。王国维如此反复斟酌一首诗歌，这应该也是其

诗歌创作中很少有的现象了。

然而，集林本对壬癸本的修改是何时进行的

呢？《观堂集林》编订于 1922 年，而王国维对《壬

癸集》本《颐和园词》的修订究竟是编订集林本时

临时修改，还是将此前修改本直接迻录入集林本？

此前尚无法回答这一问题。今博检海内外多地藏

书，意外获悉台湾“国家”图书馆藏有王国维修订

本《壬癸集》，王国维在扉页记云：

此书刊行迄今己未已七年，今岁春开始将

大不妥处改订，录呈子敬先生正之。国维。

由此可知，王国维修订《壬癸集》始于己未

（1919 年）春。修订全集肯定需要一个过程，但

《颐和园词》乃居首之篇，则将王国维修订时间定

于 1919 年春，应无问题。相较于八年前创作《颐

和园词》时的激情以及七年前编入《壬癸集》时的

斟酌，现在沉淀的时间更久，也因此可以更从容地

对诗歌中的“大不妥处”进行细致而理性的审视。

在这个修订本中，我们不仅可以继续看到王国维对

字词的斟酌之痕，更可以看到他居然重写了四句。

显然壬癸本在他看来尚有诸多不妥之处。此本存罗

振常府上多年。王国维去世后，其藏书和若干手稿

散出较多，其中有不少通过罗振常之手售卖至日

本、台湾等国家和地区，而此修订本《壬癸集》就

这样辗转到了台湾今“国家”图书馆的善本书室。

今检读台湾藏修订本《壬癸集》，王国维的修

订是在《壬癸集》的文本上直接进行的，这也是他

的自藏本，钤有“王国维”朱白文方印，他将修订

文字置于原文右列。这是集林本之前的一次重要修

订，若对勘集林本，王国维的这次修订基本上为集

林本所吸收。但即便是这次修订距离《观堂集林》

的编纂时间如此接近，王国维编定《观堂集林》时

仍然再次调整了壬癸订本的部分文字。而且改动幅

度比 1919 年春对壬癸本的改动更大，字词斟酌之

外，又改写了两句。这大概是在整理《观堂集林》

拟收录文稿时，再次加以改动者。

对勘壬癸订本与集林本，不见于壬癸订本而在

集林本中新改订者颇多。这些修订大概可以分五种

类型：其一，在字词上加强情感的力度，如“第

一”“可怜”“恨”“劣受”等，从程度上来确实比

原来的“殊绝”“无端”“作”“翻受”，在情感上

的表达更明确，也更有力量。其二，表述更精确，

如“丹青”即将缪夫人的画家特点揭示出来，比泛

泛的“燕谈”更贴切身份；如“下泽车”固然写

出了此车适合沼泽地上行走的功能特点，而“短毂

车”则突出了车的形制；如“取次倾”乃是表现倾

覆的接连不断，而“即渐倾”则是表现尚未开始的

状态，参诸历史，显然修订后的文字更准确；而

将“属车恩遇故无量”改为“属车恩幸故难量”，

“无量”一词未免显得夸张，而“难量”则更能客

观彰显帝王的恩遇之隆。其三，语意接续更自然，

如“便是当年顾命臣”，原“却”字转折过甚，而

“便”字则承接更自然。其四，避免用语的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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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原文多次用“六王”，而集林本则以“亲王”“东

平”分别表述，则避免了语言重复之嫌。其五，将

原意进行了翻转，如王订本“内殿频闻久论思，外

家颇惜闲恩泽”，集林本改“恩泽何曾逮外家，咨

谋往往闻温室”，虽然“咨谋”与“内殿”二句意

思相近，但“外家颇惜闲恩泽”一句，在“恩泽”

前加一“闲”字略见虽有恩泽但未免单薄之意，

而修改后的“恩泽”一句，则将这种原本顾惜的

“闲”恩泽也否定掉了，意思的翻转还是明显的。

集林本《颐和园词》应是王国维的最终定本，

王国维生前虽然对《观堂集林》中的其它文字有过

修订，这些修订在罗振玉、赵万里先后主事的《海

宁王忠悫公遗书》《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中都有

所体现。但这篇《颐和园词》却再无一字改动，盖

王国维于斯篇，心力已尽矣。

从铃木虎雄所存王国维手稿本（手稿本），这

个手稿本同时也是王国维的第一次修订本（铃木

本），到罗振玉手写付印本（罗印本），再到《壬

癸集》本（壬癸本）、王国维对《壬癸集》的再订

本（壬癸订本），最后到《观堂集林》本（集林

本），一个文本的形成居然经历了六次修订，而时

间也跨越了十年之久，此在在证实了一个文学经典

的形成，除了需要过人的天赋之外，同样需要经过

一个不断精心修择的过程。

三 中日报刊上《颐和园词》之传播

《颐和园词》创作于王国维寓居京都初期，故

此词当时在日本的流传和影响还在国内之上。铃木

虎雄在接获王国维此诗后复函云：“仆欲以斯篇转

载敝邦一二丛报纸上，传诸通 邑大都，未知高明许

之否？”［20］王国维则复曰：“拙词尊意拟转载贵邦

杂志，毫无不可。”［ 21］在王国维的首肯下，《颐和

园词》最早即发表于《艺文》第三年第六号（1912

年 5 月），所用刊本为罗印本。而通邑大都因此得

读此诗者果然不乏其人。新村出追忆云：

（王国维）擅长诗文，这是我从当时他在

《艺文》诸号所载的篇什里知道的。《颐和园

词》《蜀道难》等名篇，其实当时我无法精读

玩味。［22］

不过《艺文》杂志当时主要在日本汉学界较

有影响，国内检读不易。在《壬癸集》编订之前，

《颐和园词》的传播乃是在王国维、罗振玉周边及

国内的少数友人之间，主要以手稿本和罗印本的

方式流传。1913 年《壬癸集》编定印行，因为才

印百部，“不匝月亦为友好散尽”［23］，流传范围仍

相当有限。次年，《壬癸集》整体刊入《国学丛刊》

第一卷之后，流传始广。《颐和园词》也在《艺文》

之后陆续在中外的一些报刊上发表，声名渐著。

日本《诗苑》第六集（1914 年 3 月）篇首即

为《颐和园词》［24］。此诗发表时末附木苏牧评语，

以此可知当为木苏牧提供文本。而经对勘，此本乃

出《壬癸集》。1913 年 6 月 29 铃木虎雄陪伴木苏

牧访时居京都东山神乐冈的王国维，然后铃木虎

雄、木苏牧与王国维三人联袂再访位于附近净土寺

的罗振玉，当时话题即涉及《颐和园词》与《壬癸

集》［ 25］。7 月初《壬癸集》印就，王国维遂持赠木

苏牧等人。木苏牧从中析出《颐和园词》，并推荐

到《诗苑》发表，其前后过程大概如此。今对勘

《诗苑》与《壬癸集》两本《颐和园词》，文字悉

同，也是一证。木苏牧在《颐和园词》末附评云：

 笔意沉著，字句深重，而家国黍离之感，

铺陈始终，有余恫焉。余谓吴娄东诗沉郁悲

凉，恻恻动人处，逼真少陵。若夫此篇，无论

为杜为吴，惟为诗史读之而可言。［26］

木苏牧认为《颐和园词》具有如杜甫、吴梅村

诗歌悲凉诗史之感，既可能是他读诗后的自得之

论，也可能是在神乐冈听王国维、铃木虎雄等谈及

此诗而表示认同之意。因为王国维与铃木通函论及

此诗，大意亦与此相近。

1914 年 5 月，《甲寅杂志》在日本创刊，第一

卷第一号“诗录”栏目之下，开篇便是“王国维诗

一首”，而这首诗正是《颐和园词》［27］。经对勘，

《甲寅杂志》创刊号所登的《颐和园词》乃是采自

罗印本。周光午说：“长沙章士钊得其诗，为揭载

《甲寅日报》，一时海宇传诵，称盛事焉。”［ 28］《甲

寅杂志》虽初在东京创刊，但其影响及于中日两

国。此后国内刊物也续有发表。国内刊登此诗最

早的似是《大同月报》，其第一卷（1915）第十期

刊《颐和园词》，所用版本为罗印本。1921 年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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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局编辑《清朝野史大观》，卷二也收录此诗，题

《颐和园长词》。接着便是《观堂集林》和《海宁

王忠悫公遗书》等的收录，此外便是以边敷文、黄

濬等笺注本［29］的方式而流传了。

四 王国维对《颐和园词》的自许
  及铃木虎雄等之艺术评价

王国维颇自赏此诗，大体将其定位在白居易

《长恨歌》与吴伟业《圆圆曲》之间。在诗歌史上，

能有这样的自我地位，当然不是王国维盲目自负，

而是熟悉诗史的王国维确实可以问心无愧的。1912

年 4 月 15 日，王国维致铃木虎雄信云：

前作《颐和园词》一首，虽不敢上希白

傅，庶几追步梅村。盖白傅能不使事，梅村则

专以使事为工。然梅村自有雄气骏骨，遇白描

处尤有深味，非如陈云伯辈但以秀缛见长，有

肉无骨也。［ 30］

王国维对《颐和园词》“虽不敢上希白傅，庶几追

步梅村”的定位，也足见其对此诗的自我珍惜之

意。而其背后评判诗歌高下的标准更值得注意：

第一，以自然白描为高境，反对使事用典。他

自认为无法企及白居易，就是因为白居易《长恨

歌》写一代史事，能不使事，故有自然高妙之致；

而吴梅村《圆圆曲》被认为可以追步，就是因为吴

梅村“专以使事为工”，当然用典也用得好，但典

故用得再好也不如不用典高妙，故用典使事在自然

白描面前，自要居下一等。王国维曾说，如果在诗

词中“不使隶事之句，不用装饰之字”，即于诗词

之道已过半矣［31］。这足以说明使事用典在王国维

的审美风尚中退居在边缘，几乎没有多少翻空出奇

的空间。他曾比较白居易和吴伟业两人诗歌优劣，

而“隶事”则是其中最重要的标准。他说：

以《长恨歌》之壮采，而所隶之事，只

“小玉”“双成”四字，才有余也。梅村歌行，

则非隶事不办。白、吴优劣，即于此见。［ 32］

《人间词话》之撰述早于《颐和园词》，但从关于

隶事的基本态度来说，王国维的思想是大体维持

的，不过在与铃木虎雄的通信中对隶事而不失清刚

之气者多了一分认同而已。

第二，使事用典如果内蕴雄气骏骨，白描而不

失深味，则亦属次等之好诗。毕竟比那些用典而有

肉无骨、一味秀缛软媚的诗歌，还是要高出一筹。

王国维何以要把《颐和园词》定位在“庶几追步梅

村”，其实与他早年对梅村诗歌的把玩也有着特别

的关系。在晚清任职学部之时，王国维和刘季英便

爱好读长诗。刘季英之子刘蕙孙后来追忆说：

他们（按，指王国维与刘季英）当时又赌背

诵吴梅村咏史七言长古。晚饭后就在房里朗读

《圆圆曲》《永和宫词》《临淮老妓行》等。［ 33］

可见吴伟业的诗歌尤其是《圆圆曲》《永和宫词》

等，曾经如此活跃在他们的业余生活中。因为对吴

伟业的诗歌有如此把玩的工夫，这对于王国维后来

创作长篇排律的影响自然是值得注意的。

很显然，铃木虎雄接受了王国维的看法。1912

年五月八日，铃木虎雄复函王国维云：

日前垂示《颐和园词》一篇，拜诵不一再

次，风骨俊爽，彩华绚辉，漱王骆之芬芳，剔

元虞之精髓，况且事该情尽，义微词隐。家国

艰难，宗社兴亡，兰成北徙，仲宣南行，惨何

加焉！高明不敢自比香山，而称趋步梅村。若

陈云伯，则俯视辽廓。仆生平读梅村诗，使事

太繁，托兴晦匿，恨无人为作郑笺者。且乏开

阖变化之妙，动则有句而无篇，殆以律诗为古

诗矣。绣组之功虽多，贯通之义或缺。仆不学

则固尔，然结构措词之间，作者亦岂无一二疏

虞处哉？高作则异之，隐而显，微而著，怀往

感今，俯仰低回，凄婉之致，几乎驾娄江而上

者，洵近今之所罕见也。［ 34］

铃木虎雄的评价思路似乎正是沿着王国维的自

评而来，可见他们论诗之契合。“风骨俊爽，彩华

绚辉”云云，也即王国维评价吴梅村“雄气骏骨”

之意。王国维还只是谦虚地说“庶几追步梅村”，

而铃木虎雄则认为王国维此诗“几乎驾娄江而上

者”，认为其实已经超越了吴伟业。

何以铃木虎雄有这样的看法呢？这与他对吴伟

业诗歌的定位有着直接的关系。铃木虎雄对王国维

关于吴伟业诗歌“专以使事为工”的说法并不完

全认同，认为其使事而未必工，意义既乏贯通，结

构也乏变化，这与吴伟业使事多、托兴晦的创作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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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有关。王国维此诗固然也有令铃木虎雄未解之事

实，但毕竟这样的地方并不多，其整体成就在吴伟

业之上，原因也大概在此了。

铃木虎雄对王国维此诗的称赏确实用足了力

气，这使得王国维也略有不安。 1912 年 5 月 9 日，

他致信铃木虎雄云：

《颐和园词》称奖过实，甚愧。 此词于觉

罗氏一姓末路之事略具，至于全国民之运命，

与其所以致病之由，及其所得之果，尚有更可

悲于此者，拟为《东征赋》以发之，然手腕尚

未成熟，姑俟异日。［ 35］

写“觉罗氏一姓末路之事”便是王国维此诗之

创作宗旨。王国维两度言及拟作《东征赋》，前者

在纪事中抒情，乃容易之事；后者深探其因以及对

未来社会和国民之影响，乃艰难之事。王国维的

《东征赋》终究因为悬格甚高而未能成篇，以至于

后人往往将《颐和园词》一篇作为王国维全部思想

和情感的落脚点，夸大其哀挽之情，而不及其原本

想要表达的深沉之思，这未免令王国维抱屈了。

而在其他人看来，与这首《颐和园词》可堪

比较的，就未必是《长恨歌》和《圆圆曲》了，

而是其他类似的作品。如有学者评论《颐和园长

词》云：

海宁王国维长词一首，佳丽无伦。以长庆

之清词，写开元之艳迹，缠绵往复，感慨淋

漓，诚此题之绝作也。［36］

“长庆之清词”指元稹的《连昌宫词》，这与王国

维的自我定位稍微有点偏离。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

昆明湖，海内文士哀挽之作很多，其中孙雄挽诗即

有“《颐和园曲》梅村体，《连昌宫词》漫相拟”［37］

句，直接说王国维的《颐和园词》是梅村体诗，可

与元稹的《连昌宫词》相媲美。陈寅恪《王观堂

先生挽词》诗云“曾赋连昌旧苑诗，兴亡哀感动

人思”［38］，也将《颐和园词》与元稹《连昌宫词》

相比。萧艾则认为元稹之诗尚有批判的锋芒，而王

国维之诗大率是哀挽的情调［39］。

如此，《长恨歌》《连昌宫词》《圆圆曲》《圆明

园词》都成为《颐和园词》的比照对象。以上诸

家虽然对《颐和园词》的参照对象有所变化，但所

比拟的作品都堪称是诗歌史上的名作，总体上擢拔

了王国维此诗的诗史地位。而王国维对此诗艺术上

的自我肯定以及铃木虎雄“隐而显，微而著，怀

往感今，俯仰低回，凄婉之致……洵近今之所罕见

也”［ 40］的评价也侧重在艺术水平之高。从这一角

度而言，萧艾认为王国维“专从写作技巧立说”自

评其诗，倒也有几分道理的［ 41］。罗继祖说：“观堂

的几首长歌，嗣响梅村，是从文字技巧上说。”［42］

话说得绝对一点，但也可看出王国维的自矜，并

不在“遗老”的情感，而在出色的艺术，“非遗老”

的艺术自矜，也许是更值得注意的。

五 《颐和园词》主题：安魂的
  挽歌与潜隐的批判

《颐和园词》只是王国维为清朝覆没而作的第

一首诗歌，重点是按照历史线索写出清王朝走向衰

落直至灭亡的过程。木下彪说：“此诗以西太后的

一生为中心，咏清朝没落之过程。”［ 43］既符合《颐

和园词》的实际，也切合王国维对此诗的自我体

认。至于更深沉的思考则拟别为《东征赋》出之。

换言之，用《颐和园词》一诗来看待王国维对亡清

的态度，显然是不周全的。

王国维此排律篇制甚巨，结构上约分以下四

层：先追述咸丰一朝的历史，将国家一度中兴的荣

誉归于慈禧太后的任贤使能；接下写颐和园的历史

与重修过程以及慈禧在园中的行乐情景；继而以慈

禧口吻追忆五十年间所经历之事；最后写慈禧去世

后的沧桑巨变，并抒发作者对此的沉重感叹。慈禧

是贯串全诗的中心人物。在这里当然不用多花笔墨

详细分析全诗，但其中关于颐和园的描写以及王国

维对清代覆亡的感慨是值得重视的。

王国维当然写出了清王朝灭亡的悲凉，亦如

铃木虎雄所说“家国艰难，宗社兴亡，兰成北徙，

仲宣南行，惨何加焉”，是一种无法挽回、无可

奈何的悲惨之感。木苏牧也说此诗：“家国黍离之

感，铺陈始终，有余恫焉。”［ 44］给人以苍凉沉痛之

感。值得注意的是，边敷文之注与黄濬补注，只是

勘察此诗所涉之史实。黄濬虽有一句“静庵惓惓故

君”［ 45］，略述其对袁世凯窃国之愤恨以及对隆裕

母子之同情，但也只是淡淡一句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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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此诗的主题，萧艾认为：“静安此诗……

盖用颐和园为题，借述有清一代兴亡史也。诗中对

慈禧太后极称颂之能事。”［ 46］又说：

王国维……说什么“五十年间天下母，后来

无继前无偶”，把慈禧这个祸国殃民的咸丰帝小

老婆，说成千古一人，可谓极贡谀之能事了。［47］

职是之故，萧艾把王国维撰《颐和园词》与

后来的入宫为南书房行走直接联系了起来，认为

是为后者创造了条件［ 48］。萧艾大体否定王国维

《颐和园词》的思想意义，但对其艺术成就还是充

分肯定的［49］。

萧艾的观点似乎直接影响到罗继祖，他说：

我认为观堂甘心作遗老决定去日本之

前……《颐和园词》一篇如作为史论，未免把

慈禧捧得过分 ，所谓“五十年间天下母”，正

好是这位“天下母”把清室江山断送掉的。不

如他早年那首《八月十五夜月》……写得含蓄

委婉，得风人微旨。祖父编《遗书》时，把这

首诗给删去了，因为骂了慈禧。［ 50］

罗继祖一直把王国维定位在“遗老”的位置

上，而且认定他是“甘心作遗老”的，并非受其祖

父罗振玉的影响，所以对其《颐和园词》“未免把

慈禧捧得过分”也持批评之意。但他同时又说罗振

玉编订王国维遗书，却不收《八月十五夜月》，理

由是“因为骂了慈禧”。则王国维究竟是捧了慈禧，

还是骂了慈禧，似乎就成了一个问题。

竹村则行与萧艾、罗继祖的看法十分相似。他

认为王国维《颐和园词》以慈禧太后为核心，描述

了晚清五十年间的历史发展，而其基本倾向是惋惜

清朝走向末路的命运，对慈禧太后本人总充满了赞

美和同情，而未见丝毫的批评。他说：

在《颐和园词》中，描述的中心是五十年

间操控中国清朝的西太后的生涯。西太后在这

一时期，可谓是朕即中国……始终是清朝遗老

的王国维，其诗笔在《颐和园词》中刻意表达

了对西太后的赞美。……《颐和园词》可谓是

清朝遗老王国维哀叹中国清朝覆灭而作的安魂

曲，是一首挽歌色彩强烈的佳作。［51］

其实，备受萧艾、罗继祖、竹村则行等垢议的

“五十年间天下母，后来无继前无偶”二句，写的

不过是一种历史事实而已。从咸丰十一年（1861）

开始垂帘听政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去世，虽然

其中有近三十年是东宫慈安与西宫慈禧共同听政，

但“西宫才略称第一”，慈禧凭着出众的才能主持

朝政四十八年，“五十年”乃约数。而所谓“天下

母”，其实是管理天下之意。此二句言慈禧以一位

女性主持朝政如此之长，此前既无先例，此后当亦

再无此例，彰显了慈禧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性。质

实而言，王国维“天下母”云云并非一味称颂，主

要是陈述历史事实而已。此句屡被学人引为竭力颂

扬慈禧者，用意不免偏至了。

王国维自称此诗主要写清王朝之末路，作为从

晚清走进民国之人，尤其是在晚清还有近五年任职

学部经历并如愿走上自己热衷的学术之路的人来

说，哀悼一个曾给予自己一定发展空间的时代的终

结，并非不可理解。而民国初年政坛上的翻云覆雨

和各军阀之间的连年混战，客观上导致了社会秩序

的极大动乱。加上民国之初共和政体在观念上对数

千年封建文化的挤压甚至摧残，也使得在清朝生活

了 35 年的王国维一时难以适应，他要为清亡唱挽

歌，要为失落的清王朝安魂，原因也在此。

但在当时的王国维而言，他显然将更悲凉的情

感和思想放在对清亡的原因考索与对社会民众的影

响方面。这意味着他对清王室的悲悼还只是一种表

层现象，他更关注的其实是朝代更替的原因以及所

形成的社会反响。即如他在《送日本狩野博士游欧

洲》诗中所说：“履霜坚冰所由渐，麋鹿早上姑苏

台。兴亡原非一姓事，可怜惵惵京与垓。”［52］他关

注的其实不是一姓之兴亡，而是兴亡的规律及其根

源。王国维从不讳言清朝覆灭是悲惨的，但他认为

这也绝对不是最悲惨的。他说：

至于全国民之运命，与其所以致病之由，

及其所得之果，尚有更可悲于此者，拟为《东

征赋》以发之。［ 53］

在王国维看来，清王朝就是一个“病”了的王朝，

因“病”而“殁”，就成为一个难以抗拒的过程，

而追寻其“致病之由”，当然还要在曾经的清王朝

内部去寻找，由这一病根导致全体国民所承受的艰

难困辱才是更可悲的，王国维对清亡之悲的认识有

着非常深刻的底蕴和层次。《东征赋》虽然没有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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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但其基本思路和倾向已经在这封信中透露了端

倪。换言之，王国维对清王朝的批判就是这篇悬想

中的《东征赋》的主要内容。而且作为挽歌的《颐

和园词》与作为反省的《东征赋》，在王国维那里

是同步构思着的，并非经过一个较长时间以后才恍

然明白的。这意味着王国维从一开始就是准备了两

支笔来写清亡之事，脱离拟想中的《东征赋》的基

本精神来单一看《颐和园词》，注定是偏颇的。

明乎以上王国维的系统之思，再来回看这篇

《颐和园词》，一些看似称颂并不乏热烈的文辞，

也未尝没有婉转的批评之意在内。只是在悲戚的挽

歌声中，这种潜隐的批评不容易为人察觉而已。清

王朝一度中兴，离不开慈禧的智慧和用心，这也是

历史证明了的。慈禧得以垂帘听政，并非靠个人心

机上位，而是历史机缘造成的。诗云：

仓皇万乘向金微，一去宫车不复归。提挈

嗣皇绥旧服，万几从此出宫闱。

东朝渊塞曾无匹，西宫才略称第一。恩泽

何曾逮外家，咨谋往往闻温室。

在英法联军紧逼北京的紧急情况下，咸丰奔走

热河行宫，次年竟然客死他乡。同治六岁称帝，东

西两宫太后遂被历史推到了前台，而西宫皇太后

（慈禧）才略过人，自然在其中起了更重要的作用。

“亲王辅政最称贤，诸将专征捷奏先。迅扫欃枪回

日月，八荒重睹中兴年。”此后便是重用贤臣曾国

藩、李鸿章、左宗棠、胡林翼等，平复内乱，挽狂

澜于既倒，使清朝再度出现了中兴局面。在这一过

程中，慈禧所展现的胆略和才干，也奠定了此后数

十年“天下母”的地位。这是曾经励精图治的慈禧

留在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页。

但王国维接下的笔墨就很有意味了。清朝中兴

后的慈禧便开始转移了注意力，试看以下诗句：

昆明万寿佳山水，中间宫殿排云起。拂水

回廊千步深，冠山杰阁三层峙。

磴道盘纡凌紫烟，上方宝殿放祈年。更栽

火树千花发，不数明珠彻夜悬。

是时朝野多丰豫，年年三月迎鸾驭。长乐

深严苦敝神，甘泉爽垲宜清暑。

高秋风日过重阳，佳节坤成启未央。丹陛

大陈三部伎，玉巵亲举万年觞。

……

 尊号珠联十六字，太官加豆依前制。别启

琼林贮羡余，更营玉府蒐珍异。

以上先极写颐和园的壮丽和富奢，接写每年三

月慈禧来颐和园休闲避暑，并在秋高气爽之日举办

隆重而铺张的生日庆典，描写了慈禧与光绪之间威

仪及其与近侍之间亲和的双重性格，对慈禧贪图名

望（尊号珠联十六字）以及敛财之行为也进行了委

婉的批评。励精图治的精神也在这种近乎极致的享

乐追求中渐行渐远了。虽然王国维也写到慈禧“月

殿云阶敞上方，宫中习静夜焚香。但祝时平边塞

静，千秋万岁未渠央”。但一个朝代的繁盛与平顺，

哪里是焚香祝祷就能维持的呢？王国维的批评之意

继续委婉地流淌着。

接下来以慈禧的口吻追忆执政近五十年的经

历，其中既有追随咸丰帝逃向热河、携带光绪帝逃

向西安的不堪经历，也有备受重臣猜忌防范的过

程。既写了慈禧对咸丰帝的眷眷深情，也写了先后

扶持同治帝、光绪帝成长的经过。终究因为忠良之

臣的艰难维持，而使清王朝元气渐复。在这一系列

国事动荡之中，慈禧被历史选择性地坐上了统治全

国的位置，但慈禧并非一心贪图权力，而是无可推

卸。这是王国维对慈禧的基本定位，这一定位从最

初的垂帘听政而言，自然是符合事实的，但随着数

十年拥权自重，就未必如王国维所说慈禧是“一自

官家静摄频，含饴无冀弄诸孙”了。

再下便是写慈禧临终之事。“复数同时奉话言，

诸王刘泽号亲贤。独总百官居冢宰，共扶孺子济艰

难。”慈禧病笃之时，年仅四岁的溥仪仓促登基，

慈禧自感来日无多，遂招张之洞、袁世凯与庆亲王

奕劻，同受顾命，以维持残局。结果呢？“原庙丹

青俨若神，镜奁遗物尚如新。那知此日新朝主，便

是当年顾命臣。”木苏牧就看出这数句之中王国维

的深意。他说：“‘那知今日新朝主，却是当年顾命

臣’，十四字，真是董狐诛心笔。”［ 54］木苏牧拟王

国维如董狐，赞扬其评说之精准犀利。因为正是这

个作为顾命大臣的袁世凯的不作为甚至反作为而导

致了清王朝的终结。

慈禧去世不久，曾经的顾命大臣袁世凯就摇身

一变为内阁总理，继而更成为中华民国的总统。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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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当然主要是袁世凯为人之不醇厚以及对清廷之不

忠诚，但也未尝与慈禧的所托非人无关。如此，慈

禧苦心经营也曾经在其中极尽欢心的颐和园，就变

成“云韶散乐久无声，甲帐珠帘取次倾。岂谓先朝

营楚殿，翻教今日恨尧城”，不意竟成为逊清朝廷

苟延残喘之地，是清王朝自建类乎自我囚禁之地

也。一园之兴废实见证了一朝之兴废，慈禧在其中

的功过乃是不言而喻的。

慈禧执政用人固然有神来之笔，如重用曾国

藩、李鸿章等。但后来彻底葬送清王朝的也是慈禧

生前十分看重的袁世凯，则慈禧用人之误，也同样

是一种事实。诗中描写颐和园宫殿的极尽繁华，但

为何守不住这种繁华呢？作为“五十年间天下母”

的慈禧当然是有责任的，因为彼时的慈禧，用竹村

则行的话来说“朕即中国”，一个人与一个时代、

一个王朝的命运休戚相关。历史给了她五十年的时

间，足够经营一个强盛的清朝。但一度中兴之后，

慈禧就沉浸在过于铺张的生活享受之中，而任用袁

世凯的错误，更使得转眼之间繁华消尽。

内在的原因必然要深追到慈禧身上。不过，在

《颐和园词》中，王国维的情感确实更多地停留在

叙述历史、哀叹衰亡之中。“定陵松柏郁青青，应

为兴亡一拊膺。却忆年年寒食节，朱侯亲上十三

陵。”这结尾四句的悲凉，足见王国维心情之沉痛。

而对造成这种历史和现象的深沉原因尚无法在诗中

充分表现，故拟别撰《东征赋》出之。换言之，这

篇《东征赋》虽未写就，但既是更深层次的探索，

则在《颐和园词》中批评尚显模糊隐晦的地方，当

在王国维预设的这篇赋中重点揭出。既然“朕即

中国”是晚清五十年的一种事实，则清王朝失落

之故，也需要从“朕”身上去找。一个原本勤勉、

精明而强悍的“朕”何以丢失了她的王朝呢？所

以《颐和园词》以慈禧的五十年写晚清末路，先鸣

一曲哀婉的挽歌，而为后续深刻的思考奠定基础

而已。

其实，即便这篇未就的《东征赋》不能为我

们提供王国维批评晚清朝政的切实证据，但王国

维稍后撰成的《隆裕皇太后挽歌辞九十韵》，也可

与《颐和园词》联类而看。《颐和园词》结尾部分

有“宣室遗言犹在耳，山河盟誓期终始。寡妇孤儿

要易欺，讴歌狱讼终何是”四句，即言及袁世凯背

信弃义，令隆裕皇太后与宣统帝备受欺凌之事。而

《隆裕皇太后挽歌辞九十韵》则以此为契机，先写

隆裕被册封为光绪皇后以及此后备受光绪冷落的经

过，接写光绪因变法失败而被幽禁，继写八国联军

侵华以及慈禧与光绪同时病重去世，此后便是将袁

世凯与隆裕对照而写了。

在宣统即位后，摄政王曾一度解除了袁世凯军

机大臣的职务，令其回原籍养疴。但在辛亥革命爆

发后的内忧外患之际，清廷仍是不计前嫌，敦请袁

世凯再度回朝。“庙谟先立帅，廷议尽推袁。洒落

捐前隙，低徊忆后艰”［55］云云，就是写袁世凯被

特任为内阁总理大臣，令其重组新内阁，试图重振

清廷之事。袁世凯起初是带着感恩的心情回到清

宫，但他很快就意识到自己处境的尴尬和不安，大

肆玩弄骑墙权术进行政治投机，穿梭在清廷和革命

军之间，最终胁迫隆裕太后在 1912 年 2 月 12 日发

布清帝退位诏书。此时的清廷就像王国维在诗中所

说：“黄图馀禁籞，赤子剩中涓。”曾经庞大的清帝

国只剩下紫禁城这一狭窄之地，依旧忠诚清廷的子

民也就只剩下宫中的太监了。王国维的笔锋蘸满了

讽刺之意，极为尖锐。

如果说《颐和园词》主要以慈禧一人为中心的

话，《隆裕皇太后挽歌辞九十韵》就是以隆裕皇太

后与袁世凯为双中心，所以此二诗的关系至为密

切。袁世凯是终结清朝命运的重要推手，而袁世凯

能进入权力中枢，又与慈禧的关系不可分割。王国

维在《颐和园词》中还只是一言带过对袁世凯的讥

讽，而在《隆裕皇太后挽歌辞九十韵》中，则将袁

世凯置于无忠无信的奸诈之人之列，并将清帝最后

的退位归于袁世凯的胁迫［56］。换言之，在《隆裕

皇太后挽歌辞九十韵》中，王国维越是对袁世凯表

达不满，便越能彰显《颐和园词》中对慈禧任人失

察潜隐的批评，加上慈禧在朝局稳定后，追求享受

与虚名，失去了初期励精图治的精神。如此将二诗

对勘，从慈禧在艰难时期的干练，到初步中兴之后

的懈怠之心，再到错用袁世凯，王国维在尊重事实

基础上的批评其实是非常清晰且分寸精切的。

由《隆裕皇太后挽歌辞九十韵》一诗对袁世凯

的极尽讽刺之能事，可见王国维从本源上对慈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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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满。也许全面考察清王朝致病之由，不是一两首

诗歌可能承当的，但结合《隆裕皇太后挽歌辞九十

韵》一诗来看，隆裕是“补天愁石破，逐日恨泉

干”，是尽了全力但无可奈何了。而慈禧在政局稳

定之后就贪图安逸，对国事则希望通过焚香祝祷来

求得平静。相形之下，王国维这类语言无不是在婉

转批评慈禧。加上擢拔袁世凯为清王朝的灭亡更是

埋下了隐患。如此，怠于政事、贪图安逸、追求名

利、任用奸臣，也都是王国维笔下这位“五十年间

天下母”的部分作为，无论如何，这都不是王国维

可能歌颂的内容。此诗毕竟是写于《颐和园词》一

年之后，对晚清致病之由以及清末的张皇局促确实

有了更全面更深刻的体认。

六 王国维与颐和园的不解之缘

在隆裕皇太后率宣统皇帝宣布退位之后，民国

政府在与逊清朝廷协商的基础上，制定了《优待条

件》，其中就在“甲”之第三款明确规定：

大清皇帝辞位之后，暂居宫禁，日后移居

颐和园。［57］

这至少说明民国政府最初是拟将颐和园作为逊

清皇室的长久居住之地的。但因为逊清皇室在紫禁

城暂居期间，颇多对民国政府的无视甚至挑衅之

举，最终导致甲子之变的发生。移居颐和园便因此

成为一纸空文了。民国建立后，颐和园的使用便一

直是个话题。在各界人士的强烈要求下，北洋政府

逐步开放颐和园以为参观游览之地，管理权虽仍属

于清室，但皇室私家园林的开放已然成为事实。在

这种情况下，原来作为帝王行宫的颐和园，便也逐

渐失去了“皇室”的特征。

据现有确凿的文献，王国维一生至少两度踏访

颐和园。1912 年二月，当他在京都创作《颐和园

词》之时，他对颐和园内部建筑布局的了解，似乎

不是一个未曾亲至者能够纯粹凭想象能完成的。王

国维第一次赴京，时在 1906 年春，次年官学部，

此后一直到 1911 年十月中携眷随罗振玉东渡日本，

在京前后五年半多一点时间。据赵万里《王静安先

生年谱》，尚未检到有去颐和园的记录。但一个从

未到访过颐和园的人，如何对颐和园的布局如此精

熟呢？他如此精准地描写出排云之宫殿、高耸之楼

宇、盘曲之隥道和树木之灯饰，若非亲至其处，确

实是难以想象的。

现在明确记载王国维到访颐和园之事的，出自

溥仪的英文师傅庄士敦的《紫禁城的黄昏》一书，

大致在甲子之变前的夏秋之间，也就是在 1924 年

8、9 月间。庄士敦在郑孝胥推荐下管理颐和园事

务。因为购置了大量拟被当做废纸化为纸浆的内阁

大库文件，罗振玉亟需寻找一处安全和阔大的地方

以便存放、整理和研究。大概是罗振玉起意要与王

国维一起去颐和园找庄士敦，而王国维似乎对颐和

园心存一份畏惧之意。1924 年 7 月 13 日，王国维

致信罗振玉，曾委婉道出似不便踏访之意。他说：

“庄在御园时多，其地深严，时有椒涂踪迹，我辈

亦未便往也。”［ 58］“御园”即指颐和园，“椒涂”指

宫女。但王国维最终被罗振玉说服了，两人随后联

袂来颐和园，“做一日勾留”，“我们回到颐和园后，

坐在昆明湖前，兴高采烈地谈论此行的收获，并讨

论未来的计划”［ 59］。庄士敦详细记录王国维踏访

颐和园虽然只有这一次。但颐和园出现王国维的身

影应该并非偶尔，在庄士敦的相关语境中，王国维

与罗振玉应该也是颐和园的常客。他说：

郑孝胥和他的儿子郑垂，是我在颐和园经常

欢迎的朋友。同时，我们的朋友中还有两个卓越

的学者。一个是王国维，一个是罗振玉。”［ 60］

郑孝胥父子是“经常欢迎的朋友”，而庄士敦言及

王国维与罗振玉，也是用“同时”二字顺延着这一

语境。这时候王国维的身份是溥仪的南书房行走。

王国维出任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导师之后，颐

和园就变成了近在咫尺的存在。其时凡有友人来

访，大概是清华园与颐和园相邻，王国维的话题也

常常及于此园。署名“醉”的《回忆拾零》记云：

先生在清华也……尝谓余曰：“吾自来此处，

未窥颐和园，顽朴可羞。”言毕，先生含笑。［ 61］

此“醉”当为日人桥川时雄，因其在文中称

《文字同盟》为本志，而桥川正是该杂志主事者。

青木正儿也回忆说：

先生住过的清华学校离先生自沉的颐和园

昆明湖很近，而且我们见面的时候，他说搬到

那里后一次也没去过颐和园。……先生对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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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有着那么强烈的依恋，且与寓所近在咫尺，

却从未去过，实在不可思议。［ 62］

青木正儿读过王国维的《颐和园词》，而对其

入职清华后，于近在咫尺的颐和园居然从未去过，

已有匪夷所思之感了。 吴其昌说：

事后据人谈起，先生在前些日子和人谈及

颐和园的风物，尚慨叹自己 在北平这样久，园

中却一次没有去过。［ 63］

吴其昌是听来的文字，所以把就任清华导师后

未访颐和园，误为“在北平这样久，园中却一次没

有去过”，事实虽有一点出入，但“颐和园”作为

一个话题，看来是王国维时时主动提起的。

王国维对学生、友人一再提起未访颐和园之

事，其实在任教清华期间，王国维没去过的地方何

止颐和园一地。但一再将未去颐和园作为话题，可

见颐和园在他心目中的特殊性。换言之，踏访颐和

园本应是王国维预想中早就应该践行之事，而一再

拖延，现在我们知道，其间或有不可言说者在。 金

梁记王国维自沉前三日，曾造访王国维清华寓所，

“谈次忽及颐和园，谓‘今日干净土，唯此一湾水

耳。’盖死志已决于三日前矣”［ 64］。看来颐和园对

于王国维来说，既是必访之地，又是忧伤之地。其

原因正如木下彪所说：

曾经统领全中国的清朝……现在只余一个

颐和园了。这是清朝最后的一片领地，王氏以

此为辞世之所。［ 65］

他将颐和园作为“干净土”，尤其以昆明湖这

“一湾水”为代表，可见他心中的颐和园是一个可

以安顿自己灵魂的地方。

1927 年 6 月 2 日，王国维独自重访颐和园，

这一次他买了门票，直接就走到了鱼藻轩边的昆明

湖畔，这一次不是继续思考内阁文库资料的处理，

而是要以此一湾“干净水”终结自己的生命。庄士

敦说：“这（按，指鱼藻轩前昆明湖边）恰恰是三

年前我们坐着在讨论我们的计划的那个地方”［ 66］。

看来王国维选中这里了却自己的一生，除了对清王

朝具有一种特别的情怀之外，还因为这里曾经承载

着三年前（也许还有更多年前）的记忆。那时尚憧

憬着未来，王国维、罗振玉、郑孝胥与庄士敦在湖

畔畅谈，四人神采飞扬；此时则中断了现在，只有

王国维一人黯然独处。这时候王国维的身份是清华

学校国学研究院导师。

日本学者因为与罗振玉等人的关系，其对王

国维思想倾向及自沉原因的判断，大抵在忠清殉

节方面。而王国维选择颐和园作为自沉之地，亦

如黄濬所说：“静庵咏颐和园，而身自沉于昆明

湖，亦是一预谶。”［ 67］竹村则行也持相似的看法。

他说：

1912 年，王国维在京都创作《颐和园词》

的时候，他肯定没有想到十五年后自己会自沉

于那个颐和园的昆明湖，但具有讽刺意味的

是，对于王国维来说，《颐和园词》就如同诗

谶预示了这一结局。［ 68］

由此看来，王国维、颐和园与《颐和园词》确

实是一组在文学上、历史上和政治上都值得深入研

究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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